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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以数据要素的有效供给与高效配置为核心支撑。本文以政策工具理论与数据价值链

理论为分析框架，系统收集2020~2025年全国31个省级政府及职能部门颁布的873份数据要素政策文本，

构建“政策工具–数据价值链”二维分析矩阵，运用内容分析法对省级数据要素政策的工具结构与价值

链覆盖进行量化测度与横向比较。研究发现：当前省级数据要素政策工具结构呈现显著的“制度优先、

激励缺失”特征，环境型工具占比逾半，需求型工具严重不足，制约了数字经济市场主体参与数据要素

流通的积极性；政策资源在数据价值链上高度集中于流通与交易环节，采集登记与存储加工等前端环节

长期处于政策真空，数字经济所依赖的数据质量底座存在制度性风险；省际政策分化与数字经济发展水

平高度耦合，数字经济先发地区政策工具更趋多元，欠发达地区则以基础建设和规则建立为主导。基于

上述发现，本文从政策工具结构优化、价值链前端政策补强、执行保障机制健全及差异化省际施策四个

维度提出政策优化路径，为推进数字经济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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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fundamentally depends on effective supply and 
efficient allocation of data factors.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s of policy instruments and 
data value chain,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collects 873 data factor policy documents issued by 31 
provincial-level governments and their departments from 2020 to 2025, constructs a two-dimen-
sional analytical matrix of “policy instruments vs. data value chain,” and employs content analysis 
to quantitatively measure and compare the tool structure and value chain coverage of provincial 
data factor policies. The findings reveal three key issues: the current structure of provincial-level 
data element policy instrument structure exhibits a pronounced “institution-first, incentive-absent” 
pattern, with environmental instruments accounting for over half of all provisions while demand-
side instruments are severely underrepresented, constraining market actors’ motivation to partic-
ipate in data circulation in the digital economy; policy resources are heavily concentrated in the 
circulation and transaction segment of the data value chain, while upstream segments such as col-
lection, registration, and storage remain in a policy vacuum, posing systemic risks to the data qual-
ity foundations on which the digital economy depends; The divergence of policies among provinces 
is highly coupled with the level of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The policy instruments of 
the more developed regions in the digital economy are more diversified, while the less developed 
regions are mainly focused o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rule-making, with more advanced 
regions deploying more diverse instrument combinations.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is study pro-
poses optimization pathways across four dimensions—restructuring policy instrument composi-
tion, strengthening upstream value chain policy, improving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s, and 
adopting differentiated provincial strategies—to provide evidence-based reference for advanc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digital economy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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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数字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数字经济对于综合国力竞争的意义日趋凸显。随

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数字技术的持续突破，全球经济正加速迈入以数据为核心

驱动要素的新发展阶段。数据作为数字经济区别于传统经济形态的关键生产要素，具有非竞争性、规模

报酬递增和价值乘数效应等独特经济属性，其充分供给与高效配置是数字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前

提。因此，培育高效安全的数据要素市场，构建与数字经济发展规律相适应的治理体系，成为提升国家

数字竞争力、加快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的核心议题。2019 年 10 月，数据被纳入生产要素范畴，2020 年发

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1将“数据”与土地、劳动

力、资本、技术等传统要素并列，标志着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正式纳入国家经济基础制度范畴。

数据作为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重要优质生产要素，已然成为促进数实融合、驱动产业经济及创新发展的新

 
1https://www.gov.cn/zhengce/2020-04/09/content_550062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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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擎[1]。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加快建设与数字经济发展规律相适应的全国统一数据要素大市场，发挥

数据要素的乘数效应对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增进人民福祉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2]。2021 年 12 月

发布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2进一步明确数据是数字经济深化发展的关键引擎[3]。这一系列

中央政策不仅绘制了数据要素市场发展的长远蓝图，也为地方实践指明了方向并拓展了探索空间。 
为响应国家号召，各地纷纷出台数据要素相关政策文件，在我国“中央统筹、地方探索”的治理体

系下，省级政府承担着承上启下的关键角色。一方面，必须准确把握国家政策方向，确保政策的一致性；

另一方面，必须结合本地的资源条件、产业基础、数字化水平和发展阶段，进行有针对性的政策创新和

探索。数据要素市场的发展往往依赖于具体场景和生态，其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建立适合本地实

际情况的政策体系和市场环境。因此，将研究焦点放在省级数据要素政策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

而，当前各省的政策实践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显现出一些共性和个性的问题。研究发现部分省级数据

要素政策在使用政策工具上存在不均衡的情况，同时在数据采集、确权、流通、交易和应用等各个环节，

政策的连贯性还有待加强。此外，不同省份的政策重点和发展水平差异明显，区域间的政策协同与一体

化发展面临挑战。这些问题可能导致国家政策在落实过程中效果存在一些偏差。因此，系统地对省级政

策进行评估比较和研究，是对国家大数据策略在关键执行层面的一次重要检验，对于推动政策优化和协

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从数字经济理论视角看，数据要素是区别于传统生产要素的全新范畴，具有非竞争性、规模报酬递

增和价值乘数效应等独特经济属性，是数字经济增长的内生驱动力与核心资源禀赋[4]。数字经济的高质

量发展，不仅依赖数字技术的持续突破，更在于数据要素的充分流通与高效配置。只有当数据从资源状

态转化为可交易的市场要素，其边际价值才能在数字经济生态中得到充分释放。因此，政府如何通过政

策工具激活数据要素市场、构建有利于数字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构成数字经济治理研究的核心命题之

一。尽管数据要素政策的重要性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现有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从研究

视角看，大多数研究侧重于对国家宏观政策的解读，或是局限于对单一政策或案例的分析，缺乏将数据

要素政策与数字经济发展格局相关联、对跨省份大规模政策文本进行结构性分析与综合比较的整体视角。

从研究方法看，现有研究对政策文本的量化评价多停留于工具类型的频次统计，鲜有研究系统运用政策

工具理论对省级数据要素政策的整体结构进行多维度的精准测度与横向比较，也鲜有研究将政策工具配

置特征与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加以关联考察。因此，本研究以省级数据要素政策为研究对象，综合运

用内容分析法，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整体分析框架下，系统识别省级数据要素政策工具配置的结构

性短板，为省级政府优化数据要素政策体系、提升数字经济治理效能提供兼具量化依据与机制解释的综

合性参考。 

2. 政策样本选择与处理 

2020 年，数据被明确列为新型生产要素，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并列，意味着数据要素被纳

入国家顶层制度设计。此后，各省级政府陆续加快推进相关政策的研究制定，省级数据要素政策进入集

中出台阶段。因此，本文以 2020 年~2025 年为时间范围，收集网络上公开省级层面数据要素政策文本。

选择“北大法宝”数据库进行政策检索，检索步骤如下：首先选择“高级检索”，在“法律法规”模块中

选择“地方法规”，全文中包含“数据要素”关键词，点击“同篇”，以政策发布日期为准进行筛选，并

剔除标题中含“公示、评选、申报、项目、名单、考评、征集”等词语的政策文件。此外，为避免使用单

一数据库检索可能产生的来源局限性，同时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网站数据库中对数据要素相

 
2http://jxt.xizang.gov.cn/profile/upload/file/20220427/165105145060700637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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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政策进行检索。 
完成初步收集后，需对文本进行进一步筛选，剔除与数据要素主题关联度不足的内容。所选文本的

核心内容须与数据要素密切相关。具体判断标准有两条：一是政策标题中明确含有数据要素或公共数据

等核心词汇；二是标题虽未直接涉及上述词汇，但条款内容实质上涉及数据权属界定、数据流通交易、

数据开放共享、数据安全治理、数据基础设施建设等数据要素相关领域。后一类政策与数据要素的关联

同样紧密，为保证样本的完整性，一并纳入研究范围。依据上述收集方式与筛选原则，最终确定 2020~2025
年全国 31 个省级行政区政府及其职能部门颁布的数据要素相关政策文本共 873 份，构成本文的研究样

本。 

3. 基于二维分析框架的政策工具分析 

3.1. 政策分析框架的构建 

政策分析框架的构建是开展政策内容分析的前提。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对数据要素政策提出了双重

要求：一方面，政策工具的选择需要涵盖从数据资源形成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全链条，才能打通数字经

济增长所依赖的数据供给通道；另一方面，不同政策工具在数字经济生态中发挥着差异化的功能，供给

型工具夯实数字经济数据底座，环境型工具降低数字经济交易成本，需求型工具激活数字经济应用场景，

三者缺一不可。基于这一分析逻辑，本文在梳理已有政策分析方法的基础上，结合数据要素政策的内在

逻辑与数字经济发展的治理需求，从政策工具和数据价值链环节两个维度构建二维分析框架，对 873 份

省级数据要素政策文本进行系统性分析。 

3.1.1. X 维度：政策工具 
政策工具是政府为实现特定政策目标而采取的各类手段与方式，是政策分析的核心维度之一。本文

参考 Rothwell 和 Zegveld 提出的经典政策工具分类框架，结合数据要素政策的实际内容，将政策工具划

分为供给型、环境型、需求型三大类，并进一步细分为 15 种子工具(见表 1)。供给型政策工具是指政府

通过人才培养、技术支撑、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等方式，从供给侧为数据要素市场的发

展提供基础性资源保障，直接推动数据要素的生产、流通与利用。环境型政策工具是指政府通过完善法

规体系、提供金融支持、保护知识产权、强化考核监督、给予税收优惠、出台策略性措施等间接手段，为

数据要素市场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需求型政策工具是指政府通过服务外包、政府采购、试点示范、贸

易管制等方式，主动释放和引导数据要素应用需求，从需求侧拉动数据要素市场的成长。 
 
Table 1. Policy instruments and their definitions 
表 1. 政策工具及内涵 

工具类型 政策工具 工具内涵 

供给型工具 

人才培养 政府通过设立专项培训计划、建设人才基地、引进高端人才等方式，培育和储

备数据领域专业人才。 

技术支撑 政府直接资助或组织关键技术研发，搭建公共技术平台，为数据要素化提供核

心技术能力保障。 

资金投入 政府通过财政专项资金、设立产业基金、提供项目补贴等方式，直接为数据产

业发展注入资金。 

基础设施建设 政府主导或支持建设数据中心、算力网络、通信网络等数据存储、传输与计算

所必需的基础物理设施。 

公共服务 通过在线政务服务和公共数据开放等形式，面向企业和公众提供公益性和市场

化的数据服务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6.158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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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需求型工具 

服务外包 政府将自身的数据处理、分析、管理等非核心业务，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交由

市场主体承担，以创造市场需求。 

政府采购 政府将合规的数据产品、数据服务或解决方案纳入政府采购目录，通过公共采

购直接拉动市场。 

试点示范 政府设立创新试验区或示范项目，鼓励先行先试，探索新模式，并通过成功案

例的推广来引导和扩大市场需求。 

贸易管制 政府通过制定数据跨境流动的安全评估、白名单等管理措施，在保障安全的前

提下规范并引导国际数据市场需求。 

环境型工具 

法规体系 政府通过制定地方性法规、规章和标准，确立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

配、安全合规等基本规则，塑造制度环境。 

金融支持 政府鼓励金融机构开展数据资产质押融资、数据保险等创新金融服务，为数据

要素市场化提供融资便利和风险分担机制。 

知识产权 政府通过强化对数据模型、算法、数据集等创新成果的专利、著作权保护，激

励数据领域的创新投入。 

考核监督 建立数据要素常态化考核机制，形成数据要素市场化建设长效评价机制，加强

评估考核和督促指导 

税收优惠 政府对符合条件的数据企业或相关业务给予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等税种的减免

或优惠，降低其运营成本。 

策略性措施 政府为发挥数据要素作用所采取的各类策略性手段，包括宣传解读数据政策、

提高社会数据意识、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数据领域建设等 

3.1.2. Y 维度：数据价值链环节 
数据价值链是指数据从原始资源经采集、存储、流通到最终开发应用并持续受到安全治理保障的全

过程。本文将数据价值链划分为采集与登记、存储与加工、流通与交易、应用与开发、安全与治理五个

环节。 
采集与登记是数据价值链的起点，主要涉及数据采集渠道建设、采集标准制定、数据登记确权及数

据资产凭证等内容，是数据要素形成的基础阶段。存储与加工是数据从原始状态转化为可用资源的关键

过渡环节，主要涉及数据存储设施建设、数据清洗加工、数据质量管理、数据标注及数据分析平台等内

容。流通与交易是数据价值释放的核心环节，主要涉及数据交易场所建设、数据定价机制、交易规则、

交易撮合、数据经纪商培育及数据跨境流动等内容，决定着数据要素的配置效率。应用与开发是数据价

值实现的最终环节，主要涉及数据应用场景开放、数据产品开发、行业数据应用示范及数据赋能实体经

济等内容。安全与治理贯穿数据价值链全过程，主要涉及数据安全保护、隐私保护、合规审计、数据治

理架构及标准规范体系建设等内容，为数据要素市场的健康运行提供制度与技术保障。 

3.2. 政策内容维度分析 

3.2.1. X 维度分析 
将全部政策条款按所使用的政策工具进行统计，整体来看，供给型、环境型、需求型三类政策工具

均有所使用，但使用频次存在显著差异。环境型政策工具的使用最为集中，占全部条款的半数以上，供

给型工具次之，需求型工具使用最少。这一分布格局表明，各省级政府在数据要素政策制定中呈现出明

显的制度优先，倾向于通过构建法规框架和强化监督考核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发展，对需求侧的主动拉动

和供给侧的直接资源投入尚显不足。从省级层面看，三类工具的比例构成存在明显的地区分化，折射出

不同省份在政策阶段和发展重心上的差异。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6.158846


叶烁宁 
 

 

DOI: 10.12677/ecl.2026.158846 42 电子商务评论 
 

在供给型政策工具的使用中，基础设施建设是使用频次最高的子工具，其次为公共服务，技术支撑

的使用也保持了一定规模。这说明政府在供给侧的政策着力点主要集中于数据中心、算力网络、公共数

据共享平台等基础物理设施的搭建，以及通过数据开放平台和登记服务等公益性服务降低市场主体的参

与门槛。相比之下，人才培养和资金投入两类工具的使用明显偏少，数据要素领域的专业人才储备问题

和中小企业参与市场的资金壁垒，难以通过现有政策得到有效缓解。 
在环境型政策工具中，法规体系工具的使用频次最高，其次是考核监督工具，策略性措施工具居第

三位。三者合计占环境型工具总量的八成以上，充分体现了数据要素市场化进程高度依赖地方立法规范

引领、强化督促落实、激励引导并举的制定逻辑。相比之下，知识产权、金融支持和税收优惠三类工具

的使用相对不足。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足，将制约企业在数据资产确权和权益维护方面的信心，金融支

持和税收优惠力度不足，会削弱市场主体参与数据要素流通的经济动力，不利于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

深入推进。 
需求型政策工具中结构高度单一，政府主要依赖先行先试的示范引导方式激活数据要素应用场景，

以典型案例的扩散效应带动市场需求的整体增长，而以政府购买服务直接释放公共需求、通过服务外包

激励专业机构承接数据治理工作等主动拉动手段，尚未得到有效运用。 

3.2.2. Y 维度分析 
将全部政策条款按其所涉及的数据价值链环节进行统计，同一条款可同时涉及多个环节，各环节均

独立计入。从表格中可以发现，省级数据要素政策的关注重心集中于价值链的中后段，而对数据进入流

通之前的前端环节支持不足，政策在价值链各环节上的覆盖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失衡。 
数据流通与交易环节是政策关注最为集中的领域，这与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核心目标高度契合。

数据只有进入流通交易环节，才能真正实现从资源向要素的转化，创造规模化的经济价值，进而为数字

经济的产业化发展提供持续的要素动能。各省级政府围绕数据交易场所建设、数据定价机制、交易规则

制定、数据经纪商培育等方面出台了大量政策，体现出以市场流通为核心驱动的整体政策逻辑。从数字

经济视角看，流通与交易环节政策的完善程度直接影响着数字经济中数据要素的配置效率与市场化定价

能力；政策体系越完备、交易规则越清晰的省份，其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要素可及性也越强，市场主体

参与数据交易的制度障碍越低。 
数据安全与治理环节的政策关注度在绝大多数省份中均保持较高比重，体现出数据安全作为贯穿价

值链全过程的基础性保障，已在省级政策制定中形成较为广泛的共识。尤其是新疆、辽宁、吉林、宁夏

等省级行政区的安全与治理政策条款占比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新疆超过半数条款涉及该环节。这

一现象与上述地区对数据主权和数据安全的高度敏感性密切相关，边疆省级行政区和民族自治区在数据

治理领域的政策供给具有较强的防护导向，优先确保数据安全边界的划定。相比之下，贵州、河北、海

南等省份的安全与治理政策占比较低，政策重心更多落于流通应用层面。 
数据应用与开发环节在各省政策中呈现出较为鲜明的分化，且这一分化与各地数字经济发展策略取

向高度相关。海南的应用与开发条款占比高居全国首位，接近六成，与其依托自由贸易港政策优势大力

推进数字经济产业化应用的策略选择高度一致；宁夏、山西、福建、甘肃等省级行政区的应用开发政策

占比也相对突出，说明上述省级行政区在推动数据赋能实体经济、拓展行业应用场景方面投入了较多政

策资源，体现出将数据要素与产业数字化转型紧密衔接的政策取向。而新疆、辽宁、西藏等省级行政区

的应用开发政策占比明显偏低，反映出数据要素的深度开发利用在这些地区尚处于起步阶段，支撑数字

经济应用生态建设的政策供给尚未有效跟进，数字经济与实体产业的深度融合仍缺乏充分的制度保障。 
数据采集与登记环节的政策关注在全国范围内普遍不足，是政策覆盖最为薄弱的链条节点之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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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与登记是数据进入价值链的起点，数据确权、登记凭证、采集规范等制度的缺失，将直接制约后续流

通与应用的合规性与有效性。在省份层面，海南、云南、青海等省份的采集与登记政策占比相对较高，

而陕西、新疆、上海等省级行政区则明显偏低。上海作为数据交易市场最为活跃的省级行政区之一，其

采集与登记政策的相对不足可能意味着在高度重视交易流通的同时，对数据来源确权和登记规范的基础

性制度建设有所忽视，存在政策结构风险。 
数据存储与加工环节是五个环节中政策关注度最低的，说明政策制定者对数据的中间态处理过程重

视不足。山西、天津、北京等省级行政区在该环节的政策占比相对较高，山西的存储与加工占比甚至超

过两成，这与其近年来加大数据要素基础能力建设、强化算力和存储设施投入的地方政策有一定关联。

而青海、新疆、陕西等省级行政区的存储与加工政策几近空白，说明数据在初步采集之后如何进行有效

处理和质量提升，仍是大多数省份政策供给的明显盲区。 

3.2.3. X-Y 维度分析 
整体来看，三类政策工具均呈现出向流通与交易环节高度集中的共同特征。供给型工具有约三分之

二的条款指向该环节，环境型工具在该环节的投入占其全部条款的近七成，需求型工具的这一比例更是

高达七成。这种高度一致的聚焦态势固然体现出政策设计对数据要素市场化核心环节的充分重视，但三

类工具同步向单一环节倾斜，也意味着政策工具的协同配置尚未真正形成差异化的分工格局，不同工具

本应各司其职、互补共进的功能优势被严重压缩。此外，无论哪类工具，在存储与加工环节上的投入均

最为薄弱，揭示出这一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在整体政策体系中长期处于边缘位置。 
供给型工具在流通与交易和应用与开发两个环节上的投入相对充分，但在采集与登记和存储与加工

两个前端环节上明显不足，而这两个环节恰恰最需要政府直接提供基础公共供给。从子工具结构来看，

公共服务工具在流通与交易环节的投入最为突出，体现出政府将数据交易所建设、数据登记服务平台搭

建作为公共供给的主要着力点；基础设施建设工具在流通与交易和应用与开发环节较为集中，而在存储

与加工环节的投入明显低于其他环节，反映出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偏向交易，对数据加工处理能力的基础

设施建设重视不足。人才培养和资金投入两类工具不仅总量较少，且基本采取了同样的逻辑，在采集与

登记、存储与加工两个前端环节的投入极为有限，其中资金投入工具在前两个环节的条款总数几乎可以

忽略不计，说明在数据确权、数据清洗、数据标注等需要专业人才和启动资金介入的基础性工作上，政

府供给几近缺位。 
环境型工具在五个环节中均占据主导地位，这一结构在安全与治理环节表现得最为突出，体现出数

据安全治理高度依赖法规规范和考核监督机制的内在逻辑。从子工具层面看，法规体系和考核监督是推

动数据流通与交易的最主要政策手段，二者合计在流通与交易环节的投入占该环节环境型工具总量的七

成以上，说明制度规则和督查问责构成了数据交易秩序的核心支撑。值得关注的是，金融支持和税收优

惠工具在各环节上的绝对数量均较少，且二者在存储与加工、采集与登记环节上的条款数也是极少。数

据加工处理和确权登记是数据要素市场化的早期高成本阶段，市场主体参与积极性有赖于明确的财税激

励引导，而现有政策在此方面的激励供给严重不足，将在制度层面抬高市场主体进入前端环节的门槛。

知识产权工具在应用与开发环节的投入相对突出，说明数据产品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已被关注，但其整

体规模仍十分有限，仍不能为数据产品的创新开发提供充分的制度保障。 
需求型工具在流通与交易环节的配置比例高于其他两类工具，但其内部结构高度依赖试点示范这一

单一工具，贯穿五个价值链环节皆是如此。这意味着政府在整个价值链上对数据要素需求的激活，主要

依赖通过示范项目产生的扩散效应，而非通过主动购买数据服务、承接数据处理外包等直接释放需求的

方式。政府采购工具在采集与登记、存储与加工环节的投入几乎为零，尤其值得重视。政府本身既是公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6.158846


叶烁宁 
 

 

DOI: 10.12677/ecl.2026.158846 44 电子商务评论 
 

共数据的最大持有者，也是数据标准化处理服务的最大潜在购买方，若能通过政府采购在前端环节率先

形成稳定需求，将有效带动数据确权、数据清洗等服务市场的规模化发展。现有政策在这一方向上的近

乎空白，折射出政府在数据要素市场培育中的角色仍相对被动。 
综合三类工具的交叉分析可以发现，三类工具均向流通与交易环节高度集中，对前端的采集登记和

存储加工环节形成政策真空，而这两个环节决定着进入市场的数据质量与确权状态，是制约整个价值链

运转效率的基础环节，也是数字经济依赖数据要素实现价值增值的前提性条件[5]。其次在需要激励引导

的环节上，激励型工具的配置严重不足；在需要需求拉动的环节上，直接拉动型工具几近缺位；而规范

约束类工具则在所有环节上均居主导地位，出现了工具类型与环节治理需求之间的系统性错位。这一结

构性问题不仅是政策层面的技术性失衡，更折射出当前省级政府在数字经济治理定位上的内在局限，政

府更多扮演规则制定者角色，而非数字经济市场的主动培育者。未来的政策优化不仅需要增加对前端环

节的整体投入，更需要在工具选择上实现精准匹配，针对不同价值链环节的功能特征和市场失灵性质，

配置与数字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政策工具组合，真正将政策效能转化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红

利[6]。 

4. 省级数据要素政策的优化路径 

4.1. 重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建立效果导向的政策评价机制 

当前省级数据要素政策考核体系存在系统性的指标替代问题，数据产品挂牌数量、平台建设数量、

政策文件发布数量等过程性指标易于管控、便于在考核周期内呈现，而成交率、复购率、产业赋能实效

等效果性指标难以量化、归因链条长，导致后者长期被排除在主要考核维度之外。这一机制不仅导致市

场信号失真，更构成了激励型工具被忽视的制度根源。 
建议省级政府在现有考核框架中分阶段引入数据要素市场效果指标，形成过程指标与效果指标并行

的双轨考核体系，具体转型方向如下表所示。在操作层面，可借鉴营商环境评价改革中第三方评估机制

的成熟经验，委托独立机构对数据要素市场活跃度进行年度评估，评估结果作为对主管部门考核的重要

参考依据，形成考核压力向市场实效的传导机制。同时，应将效果指标考核与多年度绩效挂钩，打破年

度考核约束对需求侧政策工具的压制。 
值得注意的是，效果指标的引入并非要全面替代过程指标，而是要扭转两者之间的权重失衡。建议

将效果指标在综合考核中的权重逐步提升至四成以上，并在时间安排上允许效果指标的评估周期延长至

两至三年，以适应数据要素市场培育的客观周期规律。 

4.2. 破解财政协同困境，建立跨部门数据要素政策资金机制 

激励型政策工具供给不足的直接原因在于大数据主管部门有政策设计意愿但缺乏预算自主权，财政

部门具备预算权限但缺乏专业认知，两者之间存在结构性错位，协调成本较高。在政策制定时限约束下，

主管部门优先推进权限内的制度建设，导致需要跨部门协调的激励型工具长期缺位。推动设立数据要素

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明确资金的申请主体、使用范围和绩效评价标准。专项资金的设立应与第三章揭示

的政策工具薄弱环节精准对应，重点向政府采购数据服务、服务外包补贴等现有政策覆盖极低的需求型

工具领域倾斜。对于财政能力相对有限的基础建设型省份，建议积极争取国家层面的专项转移支付支持，

并通过与先行省份建立数据要素政策帮扶合作机制，降低政策工具设计与推进的制度成本。 

4.3. 充实需求侧工具库，激活政府自身的数据服务购买职能 

政府采购工具条款在全部省级政策中占比极低，服务外包工具同样近乎缺位，而政府本身既是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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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最大持有者，也是数据标准化处理服务的最大潜在购买方。这一巨大的政策空白意味着，政府在

数据要素市场培育中的角色长期偏于被动，通过公共需求带动市场规模化发展的路径尚未有效开拓。因

此可以制定省级数据服务政府采购目录，将公共数据清洗、数据标注、数据质量认证、数据安全审计等

服务类型纳入采购范围，明确采购对象资质、服务标准和绩效验收规则。然后推动省级部门定期发布数

据服务采购需求清单，引导市场主体的供给方向，通过稳定的政府需求预期，带动数据加工、数据标注

等前端服务市场的规模化培育。此外，对于数据要素领域的新型业务形态，应参照科技成果转化领域首

购首用政策的设计逻辑，为创新性数据产品和服务提供政府率先采购的市场准入通道，以公共需求为杠

杆激活市场。 

4.4. 以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导向，推动省级数据要素政策差异化升级 

数字经济发展阶段的省际分化，决定了数据要素政策优化不能采取“一刀切”的路径，而应以各省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主导策略为锚点，实施差异化的政策升级策略。本文依据第三章揭示的省际政策配

置模式，将全国省级政府大致划分为三种类型，并分别提出对应的政策升级方向。 
对于数字经济先发省份，其政策工具组合已相对多元，制度框架较为完善，政策优化的重点应从“建

体系”转向“提效能”。具体而言，应聚焦数字产业化高端化发展需求，重点强化对人工智能、大数据、

云计算等核心数字产业的数据要素专项政策支持，推动数据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数据资产评估标准与数

字经济前沿业态相适应；同时积极探索数据要素与数字经济平台企业的协同创新机制，引导平台数据向

数字经济生态开放共享，以数据要素的充分流动带动数字经济产业链价值提升。 
对于数字经济加速发展省份，其数字经济规模已具备一定基础，但政策工具的精准度和激励强度仍

有较大提升空间。此类省份应重点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场景开放，围绕制造业、农业、医疗等优势产业

制定专项数据赋能政策，以行业数据场景清单为抓手，引导数字技术企业与传统产业深度合作；同时完

善数据要素金融支持体系，探索数据资产质押融资、数字经济产业基金等创新金融工具，为数字经济中

小企业获取数据要素提供低门槛的融资渠道，激发其参与数字化转型的内生动力。 
对于数字经济基础建设型省份，当前政策体系以基础设施建设和规则建立为主导，数字经济发展仍

处于起步阶段。此类省份应在夯实基础的同时，着力打通数据要素从“供给”到“应用”的转化通道，避

免政策长期停留于规制层面。建议重点借助国家东西部数据要素合作机制，争取与先发省份开展数字经

济场景共建与数据资源互通；此外，充分利用本地特色资源禀赋，优先开辟差异化的数字经济应用场景，

以局部突破带动数据要素政策体系的整体升级，逐步构建适应本地数字经济发展阶段的政策工具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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